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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保护问题
———基于投资法维度的考察
韩秀丽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中国海外投资在投资地或东道国面临的各类环境问题及风险日益突出，影响到中国
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及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就投资法的角度而言，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保护
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保护中国海外投资地环境的东道国和母国中国的国内投资法
体系，其最近的发展从各个方面加强了对海外投资地或东道国环境的保护。另一方面，国际投资
条约的环境条款和相关国际投资仲裁案件越来越注重对东道国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中国也展开
了与此相应的国际投资协定实践。东道国与母国中国的国内投资法及与中国有关的国际投资协
定，作为一个法律体系切实地共同发挥作用，能够使中国海外投资环境保护问题得到更好的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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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一个国家，如果不想闭关锁国，都需要外国投资。外国投资与环境从根本上说是不可分
割、彼此纠缠的关系。一方面，外国投资既有利于环境保护，因为其可以为环境保护提供资金支持，
却又不利于环境保护，因为其要从环境中汲取经济活动所需的基本要素，可能破坏环境。另一方
面，在环境法规的约束下，外国投资需要承担相应的环境法律法规遵从成本，如果违反环境法律法
规，则要付出相应代价。如果东道国为各种政治或经济目的而采取以环境为由的投资保护措施，外
国投资将付出更大代价。正因如此，环境保护现今已成为投资法(包括国内投资法和国际投资法)
不可或缺的重要方面，投资法也成为保护东道国环境这一公共利益的重要手段。
在中国政府积极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努力下，2015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创下历史最高值，
流量规模仅次于美国，并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位。2016 年，中国对外投资增长 44%，达 1830 亿
美元，仍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1］迄今，中国稳居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地位。无可讳言，
中国海外投资的迅猛发展和扩张必然会对投资地或者说东道国的环境产生影响，从而面临各种环
境风险。为了使中国的海外投资得到可持续发展，中国作为海外投资者和中国政府必须直面这一
问题。本文以解决问题为中心和切入点，旨在从投资法维度全面考察指向东道国环境保护的规定，
以期了解解决这一问题的投资法体系。
一、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环境问题和风险
毋庸置疑，环境问题在西方发达国家跨国公司的海外投资中也不可避免，而且，历史上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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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主要是它们造成的。一些大的西方跨国公司造成的东道国环境污染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在此
仅举一例予以说明。早在 2002 年 6 月，美国公司雪佛龙(Chevron)就因其近海石油管道泄露造成
安哥拉卡宾达(Cabinda)海滩污染及渔业损害被罚 200 万美元。2013 年 11 月，雪佛龙及其附属公
司德士古(Texaco)又被厄瓜多尔最高法院裁决向厄瓜多尔支付 95 亿美元，以补偿其对厄瓜多尔亚
马逊雨林造成的巨大环境损害，该案被称为史上最大宗的环境污染诉讼案。而针对雪佛龙在全球
臭名昭著的环境污染史，2014 年甚至在多个国家发生了“反雪佛龙国际日”游行活动。［2］
相比于西方跨国公司，中国海外投资者属于后进者，各方面的经验不足，包括将环境保护在内
的企业社会责任作为企业的发展目标和竞争手段而不仅仅是慈善，都存在认知和实践上的差距和
不足。总之，作为一个新兴国家，中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问题时有发生，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诟病，从
而使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着极高的主要环境风险。以下仅以几个影响较大的案例来说明中国海外投
资中面临的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的环境风险，这些环境风险影响到中国海外投资的可持续发展，也
是中国积极保护海外投资地环境的重要现实理由。换言之，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保护虽应以东道
国为主，但并非仅仅是东道国自己的事情，中国也有保护的责任和必要。
(一)海外投资面临的环境风险影响其可持续发展
首先，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的主要环境风险是环境规制风险。所谓环境规制风险，即中国投资主
体的海外投资因东道国的环境行政机关执行环境法遭受行政处罚，导致的投资受挫或失败的风险。
中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规制风险是普遍且广泛存在的。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首钢秘鲁铁矿股份
有限公司就陷入化学废料污染争端，后来又因违反当地环保法规受到多次罚款，其中包括向大海倾
倒废水等，其所在地区政府在 2006 年甚至宣布该矿井区域进入“环境紧急状态”。［3］2006 年，中石
化在加蓬的项目也一度被指令停止生产，原因是在环境影响评估尚未取得加蓬环境部批准的情况
下，就开始在卢安果(Loango)国家公园进行石油生产，其受到的指责还包括造成大规模污染、炸毁
公园、从森林中开出道路、对稀有动植物造成巨大威胁。［4］2011 年 9 月，由中国电力投资集团在缅
甸投资兴建的伊洛瓦底江上游密松水电站项目被缅方叫停，搁置至今。导致该项目失败的原因错
综复杂，但公之于众的理由之一是环境问题。［5］同年，紫金矿业的秘鲁里奥布兰科矿(Ｒio Blanco)
项目被指没有披露重大环境风险，项目当地的环境保护机构对其当地公司及其高层处以罚款。［6］
2014 年 3 月，中铝公司旗下的秘鲁铜矿由于将废水违规排放到湖中造成水污染，被秘鲁当局指令
暂停生产。［7］2016 年，中石油在哥斯达黎加的合作投资项目也因“环境影响调查”违反了协议条款
而被取消。［8］
其次，中国海外投资可能面临东道国政府过度行使环境规制权的风险，或者以环境保护为借口
的规制风险，甚至是以环境保护为由的敲诈。2013 年，乍得政府就以开发原油时违反其环境法规
为由，中止了中石油的一切运营，并指责中石油没有清理溢油的设备、故意溢油。2014 年，在中石
油拒绝乍得政府支付 12 亿美元罚款的要求后，乍得政府撤销了中石油的五个开采许可证，还威胁
要将中石油诉至首都恩贾梅纳的法院及巴黎的仲裁院。在此情况下双方妥协的结果是:中石油同
意支付 4 亿美元补偿其造成的环境损害，并将现有经营油田 10%的股份以及未来生产性油田 25%
的股份转给乍得政府;乍得政府放弃对中石油提起仲裁，并允许中石油使用乍得—喀麦隆的石油运
输管道输出石油。［9］
再次，如果投资于依赖东道国采取环境保护措施的行业，如森林公园、天然海滩等，中国海外投
资则可能面临东道国环境保护不作为的风险。也就是说，特殊情况下，东道国疏于保护环境也可能
为中国海外投资带来风险。
最后，中国海外投资可能面临国际组织、NGO及当地居民以环境为由的抵制，甚至是当地居民
的环境损害求偿风险。中国国家机械设备进出口公司和中钢公司曾计划在加蓬进行建大坝发电、
修铁路以及建深水港等项目，但由于项目会影响到伊温多(Ivindo)国家公园的环境，受到来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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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行、许多 NGO 以及当地居民的反对。此后，加蓬政府以项目进度落后于计划为由，重新进行招
标。［10］事实上，这个案例与其他案例也表明，来自其他方面的抵制与东道国政府的行政行为可能是
掺杂在一起的，东道国政府采取不利于中国投资的行为可能以来自外部的抵制为前奏。
总之，因产生或可能产生的环境影响、环境污染、环境破坏，中国海外投资面临着受到罚款、关
停等规制风险，有时也可能因为东道国怠于采取环境保护措施或过度采取环境保护措施而面临风
险，同时还有可能面临来自各方抵制的风险。中国投资者也可能因为环境问题卷入东道国国内法
及国际法上的争端，即中国海外投资者可能面临诉讼或仲裁风险。
(二)海外投资环境问题带来的国家形象损失风险和政治风险
尽管中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保护已经取得了很大进步，但这些进步却很少得到新闻媒体和环
境组织的报道和宣传。由于负面新闻更容易吸引眼球，中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问题依然是国际社
会关注的焦点。
中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受到的特殊关注不仅与中国海外投资的快速增长及巨大总量
有关，还与中国海外投资的诸多特点密切相联。例如，中国海外投资的很大比重分布在采矿业和制
造业，更有诸多令人瞩目的大坝和水电站，这些投资不可避免会给当地生态环境带来不确定影响，
容易对当地环境造成污染。另外，由于中国海外投资者的主体部分仍然是国有企业①，往往被认为
背后存在强大的国家支持。因此，国有企业的投资行为可能被误认为是中国政府行为，中国政府对
国有企业海外投资中的环境损害行为负责被认为是理所当然。
在国家层面，中国海外投资造成的环境问题可能给中国政府“走出去”的整体战略带来被动。
中国的海外投资甚至被定性为“环境新殖民主义”。“中国环境威胁论”“中国新殖民主义论”以及
“中国生态倾销论”等诟病不绝于耳。有学者亦指责中国海外投资过程中输出国内的发展模式，即
将经济利益置于环境利益之上。［11］这些标签和观念非常不利于“一带一路”倡议下中国海外投资的
推进。
无论如何，环境问题必须引起中国海外投资者及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否则，中国的海外投资
将面临更多的环境风险，影响自身的可持续发展。甚至整体上，中国海外投资的合法性和正当性，
中国在国际法治中的话语权都将受到影响。而且，中国的国家声誉和形象，以及中国竭力塑造和维
护的国家间关系都会受到影响。例如，有很多关于中国投资者在加纳非法采矿造成环境破坏的报
道，并且，非法采矿和环境破坏造成反中国人情绪，也影响到两国关系。［12］无论是维护荣誉和国家
间关系的外在动机，还是生态伦理和环境道德的内在驱动，亦或是保护海外投资的实际利益，都应
该是中国采取措施保护海外投资地环境的激励因素。在东道国的环境保护措施之外，中国政府尤
其面临着推动负责任的投资、解决中国海外投资中环境问题的现实必要性。
二、中国海外投资环境的国内投资法保护
中国海外投资环境保护的国内投资法路径包括东道国国内投资法和作为母国的中国的国内投
资法。相较而言，前者是基础，应该起主要作用，后者是辅助，只起补充作用。
(一)东道国国内投资法保护
相比之下，东道国采取的环境保护法是中国海外投资地境保护的基础。由于东道国对于外国
投资有直接属地管辖权，即使母国同时有行使管辖权的根据，二者发生冲突时，后者也要受到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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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中，2006 年国有企业占比 81%，之后几年虽然逐年降低，但依旧保持在半数以上。例如
2007 年末占比 71%，2008 年末占比 69． 6%，2014 年末占比 53． 6%，2015 年末占比 50． 4%，2016 年末占比 54． 3%。
具体参见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编制的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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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限制，［13］东道国甚至可以选择以承担国际责任为代价来维护自己的环境措施。
这方面的一个典型案件是 Chevron ＆ Texaco v． Ecuador仲裁案。该案完全由厄瓜多尔的环境
措施引起，即厄瓜多尔阿格里奥法院裁决 Chevron ＆ Texaco 就严重的环境污染向厄瓜多尔政府支
付损害赔偿金。之后，Chevron ＆ Texaco向 PCA提出仲裁，仲裁庭做出临时裁决，指令厄瓜多尔不
要执行阿格里奥法院裁决。但厄瓜多尔并没有遵守仲裁庭发出的这一指令，还以违反其公共政策
为由请求仲裁庭所在地的海牙地区法院撤销仲裁裁决，但海牙地区法院并没有支持厄瓜多尔。［14］
厄瓜多尔总统则公开表示，为保护其环境公共利益不会履行仲裁裁决和海牙地区法院裁定。
由此可见，东道国对自身的环境保护具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作用也更为直接。从东道国的角度
看，受到批判的主要是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行为。一般认为，在这些国家，经济
发展是第一需要，所以环境保护法律中规定的保护水平较低，或者即使法律规定的较为完善，但实际
执行较差，使法律仅仅成为纸面上的法律。这些国家在环境保护方面的立法和执法水平低，往往不能
满足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环境挑战，这也是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事实。因此，各国仍需加强投资与
环境协调发展的观念，努力通过“分散式”的各类环境法律法规，充分运用民事、行政及刑事处罚等制
裁手段，［15］全面加强其环境保护。这也是各国在国内实施各类国际环境法规范的必然结果。
当前，环境保护已经受到许多国家投资法 /外资法的重视。截至 2014 年，在 UNCTAD 所统计
的 108 个国家的投资法中，有 13 个在序言中提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有 4 个提到了环境影响，有 21
个在准入限制方面提到了环境保护保障，有 41 个规定了投资者必须遵守东道国的法律和法规，有
25 个涉及相关的环境和健康问题，还有 2 个提到投资者应当遵守关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国际原则和
法律文件。［16］考察 2015 年以来投资法的发展，许多作为东道国的国家都颁布了加强环境保护的投
资法，［17］这反映出加强环境保护的现实和趋势。
首先，在序言中包含“环境保护”的措词，如《几内亚投资法典》(2015 年)、《缅甸投资法》(2016
年)、《委内瑞拉外国生产性投资宪法》(2017 年) ;或在序言中强调“可持续发展”，如《安哥拉私
人投资法》(2015 年)、《埃及投资法》(2017 年)、《老挝投资促进法》(2016 年)、《纳米比亚投资促
进法》(2016 年)、《南非投资保护法》(2015 年)、《突尼斯投资法》(2016 年)、《委内瑞拉外国生产
性投资宪法》(2017 年)。
其次，在准入条件方面都将环境保护作为批准外资的标准之一。如《几内亚投资法典》(2015
年)、《老挝投资促进法》(2016 年)、《缅甸投资法》(2016 年)、《纳米比亚投资促进法》(2016 年)、
《南非投资保护法》(2015 年)。
再次，在投资者的义务方面都规定了遵守东道国国内立法的义务。如《阿尔及利亚投资促进
法》(2015 年)、《安哥拉私人投资法》(2015 年)、《几内亚投资法典》(2015 年)、《老挝投资促进法》
(2016 年)、《纳米比亚投资促进法》(2016 年)、《缅甸投资法》(2016 年)、《南非投资保护法》(2015
年)、《突尼斯投资法》(2016 年)、《委内瑞拉外国生产性投资宪法》(2017 年)等。而且，《安哥拉
私人投资法》(2015 年)、《阿尔及利亚投资促进法》(2015 年)、《埃及投资法》(2017 年)、《老挝投
资促进法》(2016 年)、《突尼斯投资法》(2016 年)、《委内瑞拉外国生产性投资宪法》(2017 年)等
还明确规定了投资者的环境保护义务。
最后，有些东道国的国内投资法还总体规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如《突尼斯投资法》(2016 年)、
《委内瑞拉外国生产性投资宪法》(2017 年)等。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无疑是解决东道国环境问题的
一个重要角度，虽然不是唯一角度。
由此可见，环境保护已成为各国制定投资法律与政策中公认的指导原则，必将对东道国与外国
投资有关的环境保护起到重要作用。
(二)中国国内投资法保护
近年来，中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保护问题已经得到中国政府的高度重视，表现在采取了许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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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法律措施积极应对，这在世界其他国家是前所未见的，也是中国的独特实践。虽然美国有《1977
年外国腐败实践法》，英国有《2010 年贿赂法》，但是它们并没有直接针对海外环境保护的国内立
法，或者说，并没有直接针对其公司在海外的环境影响进行规制。相比之下，我国已有很多与时俱
进的立法实践。
在综合性的法律文件方面，《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商务部令 2014 年第 3 号)第 20 条规定:“企
业应当要求其投资的境外企业遵守投资目的地法律法规、尊重当地风俗习惯，履行社会责任，做好
环境、劳工保护、企业文化建设等工作，促进与当地的融合。”《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委令
2017 年第 11 号)第 41 条规定，投资主体要“履行必要社会责任、注重生态环境保护、树立中国投资
者良好形象”。这里的投资主体即中国境内企业。为落实《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发改外资
［2018］252 号)这一部门规范性文件，发改委还研究制定了企业境外投资管理办法配套格式文本，
其中包括环境保护问题。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报告暂行办法》(商合发［2018］24 号)这一部门规范性文件则展示了与
对外投资备案(核准)这一环节相联系的对外投资环境保护的具体执行方式。其第 13 条规定，境
内投资主体要定期向相关主管部门报送对外投资保护资源环境和履行社会责任等情况。根据其第
21 条，对于未按规定履行报告义务的，有关主管部门会采取提醒、约谈、通报、将其违规信息录入全
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将对企业的行政处罚通过企业信息公示系统记于企业名下并向社会公示、暂
停为其办理对外投资备案(核准)手续等措施。根据其第 18 条，相关主管部门对敏感行业以及存
在严重违规行为及出现重大安全事故及群体性事件的对外投资都会进行重点监管。据此，海外投
资中存在严重违反有关环境法规的行为或出现重大环境问题，都将使其成为重点监管对象。
商务部和环保部于 2013 年联合发布了直接针对环境问题的部门规范性文件《对外投资合作环
境保护指南》(商合函［2013］74 号) ，在建立内部环境管理制度、员工环保培训、环境影响评价、社
会影响评价、环保尽职调查、清洁生产以及绿色采购等方面提出了具体建议和意见，旨在引导企业
规范对外投资行为，积极履行环保责任，支持东道国的可持续发展。另外，商务部还联合有关部门
于 2013 年发布了部门规范性文件《对外投资合作和对外贸易领域不良信用记录试行办法》(商合
发［2013］248 号) ，据此，破坏东道国当地生态环境行为将被列入对外投资合作不良信用记录。随
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深入发展，环保部还联合有关部门发布了部门规范性文件《推进绿色“一带一
路”建设的指导意见》(环国际［2017］58 号) ，强调对外投资的环境管理，强调绿色投资。
此外，根据海外投资过程中的问题和经验，针对容易疏于管理的民营企业境外投资，也有详细
的环境保护措施要求出台。部门规范性文件《民营企业境外投资经营行为规范》(发改外资［2017］
2050 号)要求民营企业境外投资要全方位注重资源环境保护，包括在经营方式、发展战略和规章制
度方面总体上保护资源环境，在项目进行前开展环境尽职调查及环境影响评价，开展项目要依东道
国法律取得环保许可。尤其是在东道国没有标准时，“可借鉴国际组织或多边机构的环保标准，采
取有利于东道国(地区)生态发展的环保措施。”此外，还要求制定环境事故应急预案、开展清洁生
产以及重视生态修复。
就某一类对外投资合作事项涉及环境保护问题的法律文件而言，2017 年修订的行政法规《对
外承包工程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527 号)第 4 条第 2 款规定:“开展对外承包工程，应当遵守工
程项目所在国家或者地区的法律，信守合同，尊重当地的风俗习惯，注重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此外，对于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根据部门规章《对外援助项目实施企业资格认定
办法(试行)》(商务部令 2015 年第 1 号) ，商务部通过资格审查方式认定成套项目总承包企业资格
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其要通过环境管理体系认证，且该认证资格要持续有效。
一些行业监管机构发布的部门规范性文件也发挥着保护海外投资地环境的作用。例如，部门
规范性文件《绿色信贷指引》(银监发［2012］4 号) ，强调银行业金融机构应当加强对拟授信境外项
·251·
第 3 期 韩秀丽:中国海外投资的环境保护问题
目的环境风险管理，其第 21 条提到了该指引覆盖海外投资业务，这也是中国银行业在微观层面为
保护海外投资环境做出的贡献。据此，对环境有害或者没有得到环境部门批准的项目得不到资助，
在项目实施期间如果发生不可接受的环境影响，银行将要求立即采取救济行为，否则将终止金融支
持。因为绝大部分投资都可能涉及项目贷款，中国银行业的绿色信贷政策效果明显，可以帮助减轻
中国海外投资产生的不利环境影响。
终上所述，在应当保护海外投资地环境的共识、理念指引下，中国针对海外投资中的环境问题，
不但有总体要求，而且有针对不同投资类型的具体规制，措施越来越细化、越来越强化。尽管从这
些规定也可以看出，其存在效力级别低及碎片化的现象，但不可否认，从性质上看它们是中国法律
体系的组成部分。由于规定比较细致也更具有可操作性，更能够起到约束投资主体及其海外投资
行为的积极作用。鉴于中国海外投资者中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也鉴于中国政府对其海外投资者
及其海外投资活动有“属人控制”的权威，这些规定对于规制中国海外投资者的域外行为，加强中
国海外投资中的环境保护必然会发挥重要作用。基于国籍这一连结因素，中国对海外投资者海外
投资行为的管辖也是符合国际法的。布朗利教授认为，在被管辖者与管辖者之间存在实质且真实
的关系，则被管辖者的域外行为可以成为合法的管辖对象。［18］何况，中国行使这种管辖权的目的是
为了保护东道国环境利益，在性质上完全不同于那种为了本国利益、强迫本国公司的海外子公司为
某种行为而行使的管辖权。
此外，中国的《公司法》第 20 条为外国人在中国提出环境民事侵权诉讼提供了可能性，即在我
国投资主体对海外投资企业的环境侵权行为负有责任时，我国法院可以“揭开公司面纱”，受理外
国人提出的此类诉讼，并有可能裁决中国投资主体承担赔偿责任。2017 年，英国上诉法院做出了
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该案中，赞比亚村民对英国公司 Vendata 提出求偿诉讼，主张 Vendata
要对其在赞比亚的子公司 KCM的铜矿向当地水道排放污水造成的严重污染损害行为承担责任。
英格兰和威尔士上诉法院裁决，鉴于该案在赞比亚获得公正审判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以及 Vendata
对其子公司 KCM疏于管理监督，案件可以在英国进行。［19］无论该案实体阶段的审理结果如何，其
无疑表明，母公司可能需要为其海外子公司在当地造成的环境损害承担责任。
当环境问题和腐败行为纠缠在一起时，或者说为解决投资中的环境问题而进行贿赂时，根据中
国的刑法也是应受制裁的。我国《刑法》第 164 条第 2 款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商业利益，给予外国
公职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
期徒刑，并处罚金。
如今，可持续投资、负责任的投资已经成为国际流行话语和先进理念。无论是东道国还是中国
作为母国层面的国内法环境保护，都将发挥着保护东道国环境的作用。此外，作为保护东道国环境
法律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国际投资法在环境保护方面的作用也不容忽视。
三、中国海外投资环境的国际投资法保护
中国海外投资环境保护的国际投资法路径，既是顺应国际投资法发展趋势的需要，也是保护中
国海外投资环境的需要。
(一)国际投资协定中关注环境保护的趋势
过去，试图对跨国公司海外投资行为进行规制的努力，无论是在联合国还是在 OECD，都只能
以对国家及其公司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形式存在，且远远没有得到充分实施。① 随着国际投资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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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其逐渐成为处理与投资有关的环境问题的重要依据。在国际法中，任何一个法律体系与其他
法律体系都不是截然分开的，国际投资法也并不是一个“自我封闭”(self-contained)的国际法子体
系，同样不能忽视环境问题。在国际投资协定中，需要协调投资与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其他政策目
标之间的关系。
近年来，将环境保护纳入国际投资协定已成为主要国家的共同实践，尤其是各国采纳的新投资
协定范本和新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体现得尤为充分，它们协调多元化目标，兼顾投资和投资者保
护、投资者责任和国家规制权的保障和限制。UNCTAD 收集的 2015 年以来签订的 42 个国际投资
协定中，在序言里，有 15 个提到东道国的规制权，23 个提到可持续发展，15 个提到环境方面(如动
植物生命、生物多样性、气候变化)。在条约正文中，有 36 个提到环境，13 个提到规制权或使用了
相似的概念，19 个提到公司社会责任，23 个提到不降低环境标准的义务，20 个在一般公共政策例
外规定中包含了环境例外，32 个提到间接征收，其中 16 个将一般的规制措施排除在间接征收之
外。［20］比较典型的条款类型具体举例说明如下。
第一，协定序言中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意味着协调环境保护、其他公共政策领域和经济发
展)或环境保护目标。《印度 2015 年 BIT 范本》在序言中提到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目标。［21］《挪威
2015 年 BIT 范本草案》在序言中既提出了包括环境在内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又进一步强调了协调
促进投资与环境保护等目标的理念，并且强调了国际环境条约在投资条约解释中的支持作用。［22］
《阿根廷 －卡塔尔 BIT》在序言中提到了可持续发展目标。［23］《摩洛哥 －尼日利亚 BIT》在序言中提
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并明确环境是可持续发展目标的三支柱之一。［24］条约序言中的可持续发展
目标或环境保护目标，体现了条约的“立法”精神，统领了条约的具体条款的制定，并在条约具体条
款的解释过程中发挥了作用。
第二，在序言或具体条款中强调东道国的规制权，旨在广泛地保护东道国的公共政策规制空
间。《印度 2015 年 BIT范本》在序言中强调了缔约方享有依其法律和政策规制投资的权利。［25］《阿
根廷 －卡塔尔 BIT》的具体条款中规定，必要的环境保护措施是缔约方固有的权利，因为环境保护
是公共政策目标之一。［26］在《加拿大 －欧盟综合经济贸易协定》中，不但协定本身包含详细的“为
正当公共政策目标”的规制权条款，而且，欧盟与加拿大在签署协定时通过的联合解释文件中又澄
清了缔约方同意为环境保护这一公共利益的政府规制权。［27］在《摩洛哥 －尼日利亚 BIT》中，缔约
方首先承认环境法及环境条约对于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然后承认了缔约方的环境规制权。［28］环境
规制权的授权可使缔约方摆脱寒蝉效应，放心颁布保护环境的正当投资措施。
第三，规定具体的环境约束条款，如要求不以降低环境标准来吸引外资，从而约束东道国对其
环境不负责任的行为。《智利 －香港 BIT》一方面肯定了环境规制目标，另一方面又强调通过放松
环境保护措施来吸引外资是不适当的。［29］《尼日利亚 －新加坡 BIT》规定缔约一方不能通过放松环
境保护来吸引外资，在缔约另一方认为存在这种情况并要求就此进行磋商时，缔约一方有参加磋商
的义务。［30］
第四，规定东道国为环境公共利益而采取的正当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或构成其例外，不违反
其他待遇标准，呼应了尊重东道国规制权的总体精神。在序言和间接征收条款中，《印度 2015 年
BIT范本》规定一缔约方为保护环境采取的非歧视规制措施，或一缔约方司法机构做出的保护环境
的裁决不应构成间接征收。［31］《智利 －香港 BIT》除规定环境目标可构成合法征收的理由，还规定
除非极其罕见的情况，为环境目标而采取的措施不构成征收，而是属于正当的规制措施。［32］《挪威
2015 年 BIT范本草案》则规定，即使保护环境的措施对不同来源的投资影响不同，只要其不是出于
保护内资的目的，则不违反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33］
第五，在一般例外条款中包括环境保护或可用竭自然资源保护例外。《印度 2015 年 BIT 范
本》在一般例外条款中，模仿 GATT1994 第 20 条，规定在例外情况下，为了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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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健康，为了保护包括所有有生命和无生命的自然资源在内的环境，在普遍和非歧视适用的条件
下，可以不遵守投资保护义务。［34］《智利 －香港 BIT》在其一般例外条款中，尤其强调可以采取必要
的环境措施以保护人类、动植物的生命和健康，保护可用竭的自然资源。［35］一般例外条款可作为东
道国的抗辩理由。
第六，在条约序言或具体条款中规定“公司社会责任”，通过对投资者或缔约方施加环境保护
义务以促进负责任的投资。《印度 2015 年 BIT 范本》在投资者义务章节，不但直接要求投资者遵
守东道国的立法，还要求投资者努力在其实践和内部政策中并入国际公认的企业社会责任标
准。［36］《阿根廷 －卡塔尔 BIT》《智利 －香港 BIT》也将企业社会责任作为单独一款加以规定，措辞
与印度范本类似。［37］《挪威 2015 年 BIT范本草案》为了解决企业社会责任的模糊性问题，提出“缔
约方同意鼓励投资者以遵守《OECD 跨国企业指南》《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的方式进行投
资活动，并鼓励投资者参加《联合国全球契约》”。［38］实际上，这三个法律文件是迄今国际组织发展
的最为突出的行为守则，其中阐明了环境保护方面跨国公司有道德的行为准则。《加拿大 －欧盟
综合经济贸易协定》鼓励在其领土上经营的及受其管辖的企业尊重国际公认的企业社会责任标
准，实际上是考虑到了东道国和母国双方在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软义务”，并且，明确将《OECD
跨国企业指南》作为确定公司社会责任的辅助工具。［39］《摩洛哥 －尼日利亚 BIT》规定在国家层面
一方承诺尊重和遵守对另一方的社会责任，在公司层面，单独的企业社会责任条款更加详细地表明
了企业社会责任包括遵守东道国及该条约规定的法律义务，强调其应当是最大可能促进东道国及
当地社区可持续发展、尽可能符合演进的国际标准、高水平的社会责任。［40］《尼日利亚 －新加坡
BIT》包含了缔约方确认鼓励公司承担社会责任的条款，且这种义务包括缔约方作为母国和东道国
两种情况。［41］此类条款是没有争端解决机制保障实施的环境条款，常常被表述为鼓励条款或努力
条款的国际软法条款，在指导缔约方实践方面也会发挥重要作用，这些条款确立的标准也会成为衡
量和评价投资者的依据。
此外，在一些国际投资协定范本和条约中还存在具有创新性的特殊环境条款。《印度 2015 年
BIT范本》提到，在东道国政府对投资者的损害赔偿中，可以扣减投资者对东道国环境造成损害而
未予救济的金额，以平衡公共利益和投资者利益。［42］《智利 －香港 BIT》规定，要求一项投资使用特
定技术以满足环境标准不属于业绩要求。在仲裁过程中，如果争端方不反对，仲裁庭可以就环境问
题听取环境专家的意见。［43］《摩洛哥 －尼日利亚 BIT》具有革新意义的条款是对投资者施加义务，
即要求投资者在设立前要遵守环境影响审查和评估程序，环境影响评估要遵守预警原则，且于东道
国与母国的法律规定中取较严格者来遵守。在投资设立后，必须维护环境管理制度，对于那些从事
诸如自然资源开发等对环境影响大的公司，还必须有 ISO14001 证书或符合相当的环境管理标准。
反过来，投资者及其投资不能以规避东道国或母国的国际环境义务的方式进行管理和经营。在国
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条款中，在确定是否属于“相似情况”时，会考虑投资的环境影响。尤其具有
杀伤力的是，条约直接规定了投资者的民事责任，即对于投资者的行为或决定在东道国造成与投资
有关的重大损害、人身伤害或死亡，投资者在母国的民事司法程序中应当承担民事责任。［44］对于这
些与环境有关的条款，条约中并没有将其排除在投资者 －国家仲裁的范围之外，因此，它们便具有
了强制约束力。
此外，诸如正在评审和更新 BIT范本的哥伦比亚、埃及、斯洛伐克和印度尼西亚等都在考虑加
强国家的规制权和投资者的责任，［45］环境保护当是题中应有之义。
通过以上对最新国际投资协定有关环境条款的考察可以发现，它们已经超越了《2012 年美国
BIT范本》的水平，［46］出现了很多更具执行力的条款。不仅挪威及欧盟代表的广大发达国家重视
在国际投资协定中纳入环境保护条款，以印度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后来居上，各种类型国家之
间的 BIT都体现了加强投资中的环境保护这一趋势。最新国际投资协定中的环境条款也呈现出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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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化、具体化和强化的特点。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摩洛哥 －尼日利亚 BIT》作为典型的发展中国家
间 BIT，其环境条款更具有针对性，相对于已经比较成型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 BIT中的环境条
款，可以说更具有可操作性和约束性。
(二)国际投资仲裁中重视环境措施的发展趋势
总体上，可以说投资仲裁和投资协定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投资者 －国家仲裁机制是当前绝
大多数国际投资协定都有所规定的争端解决机制，该机制赋予投资者将其与东道国的投资争端提
请国际仲裁的权利。东道国的环境措施往往会影响作为投资者的跨国公司的利益，引发投资争端，
其结果会对东道国的环境保护产生影响。
纵观以往的仲裁案件，［47］如果沿着作出裁决的时间脉络来考察各仲裁庭有关环境措施的裁
决，就会发现其规律。Ethyl v． Canada 案(1998 年)、Myers v． Canada 案(2000 年)、Santa Elena v．
Costa Ｒica案(2000 年)、Metalclad v． Mexico 案(2000 年)、Tecmed v． Mexico 案(2003 年)和 MTD
v． Chile案(2004 年)表明，东道国环境保护措施的特殊性确实没有得到仲裁庭的认真和特殊对待，
从而被认定违反有关投资协定。然而，在 Methanex v． United States 案(2005 年)、Parkerings － Com-
pagniet AS v． Lithuania案(2007 年)①、Glamis v． United States案(2009 年)、Chemtura v． Canada 案
(2010 年)、Commerce Group v． El Salvador案 (2011 年)和 Pac Ｒim v． El Salvador案(2012 年)等案
件中，东道国的环境保护措施则得到了仲裁庭的支持。由此可见，随着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日益受到
关注，投资仲裁的正当性不断受到挑战，仲裁庭倾向于放弃以往的“效果检验方法”(Metalclad v．
Mexico案是采用这一方法的典型判例) ，改为“兼顾效果和目的检验方法”(Methanex v． USA 案是
采用这一方法的典型判例)。［48］仲裁庭不再以“效果”作为判定东道国是否违反投资协定中待遇标
准或构成征收的唯一依据，而是加入对“公共利益”的考量，参考法庭之友书面意见，并重视东道国
的目的和动机。在对“立法”的影响上，这一变化在前述很多投资协定中都有明显体现。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国家为了环境这一公共政策目的越来越多地采取环境规制措施。最近一
些还在审理的案件中，争议措施直接或间接与环境问题有关。在 Gabriel Ｒesources v． Ｒomania 案
中，涉及在罗马尼亚西部的欧洲最大金矿罗西亚蒙塔纳(Ｒosia Montana) ，加拿大投资者的项目公
司在 1997 年得到采矿许可证，但后来其环境影响评估没有得到批准，也没有取得采矿项目所要求
的环境许可证，因采矿过程中会使用有毒的氰化物，破坏和污染当地环境，受到公众的反对和抗
议。［49］在 Perenco v． Ecuador案中，投资者的诉求涉及石油开采收入的暴利税以及对石油开采区块
合同的参与比例的剥夺问题，但厄瓜多尔在其答辩中提出了针对环境损害的反诉，从仲裁庭于
2015 年 8 月 11 日作出的临时裁定看，其要在审理完反诉之后再继续仲裁案，仲裁庭将指定环境专
家对环境影响进行调查。［50］实际上，如果仔细对现有仲裁案件进行考察，还有很多案件涉及环境保
护措施，有的案件还涉及投资者指责东道国的环境管理不利，从而影响了其与环境有密切关系的投
资。［51］
综上，可以肯定的是，环境措施很可能引发投资争议，而随着国际投资仲裁机制的完善以及国
际投资协定在环境条款方面的发展，在投资与环境的天平上，仲裁庭会越来越重视投资与环境的协
调，考虑和重视环境政策目标，而不会再漠视东道国及其公众的环境保护诉求。如果国际投资仲裁
案件涉及东道国的环境措施，东道国得到仲裁庭支持，这无疑确认了东道国的环境措施，无疑可以
认为这是国际投资法上的东道国环境保护方法。对于东道国而言，应该注意的是规范其为环境保
护而采取的投资措施。对于投资者来说，即使胜诉，这也不是投资者追求的投资目的，因为深陷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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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a． 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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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争端，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和名声都会受到损害。
(三)中国促进海外投资环境保护的国际投资法实践
迄今，中国政府被诉的国际投资仲裁案中尚未涉及环境措施问题，因此本文仅集中讨论中国的
相关国际投资协定实践。中国对外签订的双边投资条约共计达 145 个，此外，其他含有投资条款的
协定达 21 个。［52］除美国外，涵盖了中国的主要经济伙伴。虽然在 2009 年以前签订的中外投资协
定中明确包含环境条款的很少，但近年来签订的中外投资协定明显与国际趋势保持一致，即除了经
济发展，包括环境保护在内的其他社会维度也成为中外投资协定的重要内容。
《中国 －乌兹别克斯坦投资协定》(2011 年)在序言中表达了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愿望，而且在
第 6 条征收例外条款中明确规定:“除非在例外情形下，例如所采取的措施严重超过维护相应正当
公共福利的必要，缔约一方采取的旨在保护公共健康、安全及环境等在内的正当公共福利的非歧视
性规制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中日韩投资协定》(2012 年)首次就环境措施专设“环境措施”条
款，其第 23 条要求“各缔约方均不得放弃或以其他方式减损此类环境措施以鼓励在其领土内设
立、收购、扩展投资”。虽没有进行详细规定，但《中国 －坦桑尼亚投资协定》(2013 年)在序言中首
次提出“鼓励投资者尊重企业社会责任”。同时，还在第 10 条提出该协定不应解释为阻止缔约一
方为保护人类、动物或植物的生命或健康而采取或维持必要的环境措施。此外，在征收方面，该协
定第 6 条也明确规定旨在保护公共健康、安全及环境等正当公共福利的非歧视性规制措施不构成
间接征收。《中国 －加拿大投资协定》(2012 年)总体上强调了国家的规制权。此外，除了在序言
中提出依据可持续发展的原则促进投资和在一般例外条款中规定环境措施例外，在征收问题上，还
在“第二部分第十条的附录”中规定:“除了在极少数的情况下，例如一项措施或一系列措施从目标
来看相当严重，以至于这些措施不能认为以善意方式采取和适用，则缔约方为保护公众福祉之合法
公共目的，如健康、安全和环境，而设计和适用的一项或一系列非歧视性措施，不构成间接征收。”
根据《中国 －澳大利亚自贸协定》(2015 年)第九章(投资)第 11 条，基于公共健康、安全、环境、公
共道德或公共秩序等合法公共利益目标的措施，不应作为各方诉请的对象。《中国 －瑞士自贸协
定》(2015 年)在序言中提出:“承认良好的公司治理与企业社会责任对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性，并确
认双方将致力于鼓励企业遵守此方面的国际公认准则和原则。”此外，根据第 12 条，缔约双方认识
到，通过降低或减少环境保护水平来鼓励投资是不恰当的，而且，缔约双方同意环保标准不得用于
保护主义之目的。缔约双方还认识到在制定和实施与环境有关的措施时，考虑科学技术和其他信
息以及相关国际准则的重要性。强调促进有利于环境的投资，进行环境合作。
中国在国际投资法方面对环境的关注亦体现在其推动下 G20 贸易部长会议批准的首份《G20
全球投资指导原则》，其中与环境有关的一条重要原则是第 6 条“政府重申有权为合法公共政策目
的而管制投资”，以及第 8 条“投资政策应促进和便利投资者遵循负责任企业行为和公司治理方面
的国际最佳范例”。
可见，中国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缔结的国际投资协定，都开始步入了全面纳入各类环境条
款的阶段。中国的双边投资条约出现了“绿化”的趋势，而且，“绿化”显然已经不限于中国的双边
投资条约。
中国早已表示未来的国际投资协定应该考虑环境问题。在仲裁实践中，条约条款的具体措辞
将是影响案件结果的关键因素，这实际上说明了认真起草条约的重要性，所以，中国无论是对正在
谈判的新条约，还是更新、升级和现代化旧条约，都要审慎对待环境条款。一方面要对环境保护起
到积极作用，另一方面也要对环境措施施加限制，对过度或怠于行使环境措施进行约束，以防止此
类条款造成投资壁垒或损害投资，防止东道国政府以环境保护为名采取违反投资保护义务的措施。
此外，要重视投资协定中投资者的“软法”义务，这些软法当前已能发挥很大作用，而随着国际社会
的不断发展，这些“软法”有可能转化为“硬法”，进而发挥更有力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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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本文认为，东道国、中国作为母国的国内投资法以及国际投资法通过各方面的规定，对保
护中国作为海外投资的环境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强调切实加强这些法律的执行也是本文的题中
之义。无论是从中国作为母国还是从中国作为海外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加强对东道国环境的保护
都是减少“走出去”环境风险的理性选择。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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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 6、3 页;UNCTAD，World Investment Ｒeport 2017-Investment and the Digital Economy，United Nations，New
York and Geneva，2017，p． 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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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章轲:《中国千亿美元海外投资矿业投资中环境问题突出》，《第一财经日报》2014 年 12 月 2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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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Ｒelated to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s:
An Investigation from the Dimension of Investment Law
HAN Xiu-li
(School of Law，Xiamen University，Xiamen 361005，Fujian)
Abstract:Different types of environmental problems and risks faced by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s are increasingly
striking，thus leading to adverse effect on their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zation of China’s national interes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vestment law，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ated to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s can be explored
from two aspects． On the one hand，there exist the legal systems of domestic investment laws of both the host states and
China as the home state o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ated to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s，and the common recent devel-
opment of these laws is to strengthen the protection of environmental public interests of the host states from every aspect and
dimension． On the other hand，in the context of increasing importance attached to the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of the host
states embodied in environmental claus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treaties and relevant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rbitra-
tions，China＇s corresponding practices in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agreements are implemented． When domestic investment
laws and China － related investment agreements faithfully and jointly function as one integral legal system，they will be able
to play more positive role in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related to 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s．
Keywords:Chinese overseas investments，environmental protection，host state，home state，Investmen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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